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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營環境的快速變遷，創新成為競爭優勢的來源。過去的研究主要透過單一

層級的分析，以組織或個人層級探討創新績效之前因因子。本研究整合社會認知

理論、自我協調模式與知識管理觀點，透過 SEM 與 HLM 採取跨層級的分析，同

時探討個人層級與組織層級的變數，對個人創新績效的影響。本研究針對內埔工

業區採立意抽樣法發放問卷，共回收 562 份員工自評-部門主管他評配對問卷。研

究發現：自我效能、預期結果與自我協調正向影響創新績效；知識分享與組織記

憶正向影響創新績效；知識分享正向影響組織記憶；知識分享在自我效能與預期

結果對創新績效的關係中，分別產生強化與弱化的調節效果。除提供學術的理論

驗證外，並提出實務上的建議，供所有參與廠商之參考。 

關鍵詞：社會認知理論、自我協調模式、知識分享、組織記憶、創新績效 

 

壹、 導論 

隨著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產品生命週期大幅縮短的知識經濟時代來臨 

(Drucker, 1993)，只要誰能創新、誰能掌握目標市場、誰就能夠維持企業的優勢競

爭能力 (Lei et al., 2000)。Matthyssens et al. (2006)指出運用組織的知識進行創新，

可視為達成企業持續性競爭優勢與創造差異化的重要途徑。由此可知，以「知識」

和「創新」為主的運作邏輯主宰著每一個產業，成為決定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回顧過去探討創造性或創新行為與績效的相關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分別從不

同的途徑，來萃取其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下列幾種途徑：1.性格因子 (Amabile, 1983; 

Harris, 2004)、2.認知能力 (Jauk et al., 2013)、3.知識技能 (Amabile, 1988)、4.內在

動機 (Paramitha and Indarti, 2014)、5.一般性行為理論 (Ajzen, 1991; Bin, 2013)、6.

不同來源間的交互作用 (Woodman and Schoenfeldt, 1990; Woodman et al., 1993)。 

本研究認同並將採取上述交互作用之觀點，此與 Bandura (1977)提出的社會認

知理論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認為個人、環境與行為三者間的交互影響

關係，具有相同的論點，均認為影響行為的因素與過程，係一錯綜複雜的交互作

用結果。Mumford and Gustafson (1988)亦認為，個人的創新係決定於個人與環境(或

情境)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必頇考慮個人因素與組織因素，但是在過往的研究，

鮮少有同時將個人與組織因素同時納入，以探討個人創新的研究。此外，在探討

動機與自我調節的心理學理論中，Sheldon and Elliot (1999)提出自我協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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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oncordance Model)，透過個人在相關任務與目標上，所呈現出自我真實興趣

與價值的程度，來探究個人對目標選擇、努力理由，及動機的高低 (Grant, 2006)。 

另一方面，現今大部分研究者採取的研究方法依然是建立於單一層級的分析

觀點，如群體的分析層級 (例如：Janssen and Van Yperen, 2004; Oldham and 

Cummings, 1996)，或個體的分析層級(例如：Tierney and Farmer, 2002; Yuan and 

Woodman, 2010)，以跨層級進行研究設計的實証研究仍為少數(例如：Černe et al., 

2013; Yoshida et al., 2014)。研究者應該重視跨層級間的影響性，並以跨層級

(cross-level)的分析觀點予以討論。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將採取交互作用之觀點，並整合社會認知理論、自我

協調模式與知識管理，萃取出影響組織員工創新績效之前因因子，詴圖建立一更

具整合性之研究架構，並透過層級線性模式(HLM)進行個人層級與組織層級的跨層

級分析途徑，除了分別探討個人層級與組織層級預測變數對依變數之影響外，同

時也將探討組織層級變數對個人層級變數及變數間關係的跨層級影響效果。此一

分析途徑，在過去有關員工創新的研究上，尚未被廣泛採用。 

貳、 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 

一、 理論依據與變數萃取 

本研究採取交互作用之觀點，並結合社會認知理論、自我協調模式與知識管

理為基礎，以萃取影響創新績效之前因因子，相關理論依據與變數萃取如下： 

(一)社會認知理論 

社會認知理論是由Bandura (1977)結合社會學習理論與行為主義的概念而

提出，強調個人(例如：認知能力、個人動機、個人態度)、環境(整體社會環

境、組織的政策與文化、社會規範等)與行為(意願、意圖)間，三者的互動關

係。個人的動機與行為，會先評估在該特定環境中採取行為的能力，及其可

能導致的後果，再決定是否執行該項行為(Bandura, 1986)。在社會認知機制中，

自我效能與個人目標是二個重要的個人因素因子，在實徵研究中，個人目標

可以利用結果期望來衡量(Bandura, 1997)。 

(二)自我協調模式 

自我協調模式認為，當個人所追求的目標是因為內在動機，或者是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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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動機去追尋時，則該目標是與個人的自我是相整合的，在達到設定的標

準時，有心滿意足的成就感，且會持續的努力(Sheldon and Elliot, 1999)。反之，

如果個人目標是源自於外在推力、或自己的焦慮與罪惡感的內射約束，則此

目標即是來自個人未整合的領域，只要遭遇到阻礙，就會很容易放棄目標

(Sheldon and Elliot, 1999)。此觀點很適合用來瞭解員工對於目標選擇、努力的

理由，以及動機高低的探究(Grant, 2006; Sheldon et al., 2004)。 

(三)知識管理 

社會認知理論的環境因素，本研究將從組織系絡中，有關知識管理的議

題，以萃取其重要變數。知識基礎觀點強調，知識為組織最具重要性與價值

的策略性資產 (Davenport et al., 1998)。知識管理的目的是將組織內的知識，

從不同的來源中萃取主要的資料加以儲存、記憶，使其可以被組織中的成員

所分享使用，以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 (Watson, 1998)。知識分享為其中最重要

的一環 (Decker et al., 2009)，並被用來當作知識管理與組織學習成效的指標 

(Bock et al., 2005)。另外，組織能否善用知識，就要看組織是否能夠將知識有

效儲存，且不斷重複使用 (Wijnhoven, 1999)。因此，若從組織學習與知識管

理的角度，將涉及兩個重要的影響因子：分別為「知識分享」與「組織記憶」。 

二、 個體層級之推論 

個體層級變數之自我效能、結果期望、自我協調與創新績效之關係推論如下： 

(一)自我效能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自我效能是指個體對自己產出創新成果的能力高低，所認定的信心程度 

(Tierney and Farmer, 2002)。Ford (1996)將自我效能視為激發個體創造力的主要

動機因子，其作用足以影響個體未來之創新行為與表現。Bandura (1997)亦提

出高度的自我效能是創造性產出與發現新知識所必備的先決條件。自我效能

在創新系絡下，能有效地解釋員工在個人專精與能力上的信念與信心，將重

大影響創新績效的提升，此一影響結果，並進而影響個人績效行為的調整 

(Cho et al., 2009)。具有高自我效能的個人，將會強化他們在創新過程中的正

面行為，並因而改善創新績效 (Cho et al., 2009)。過去的相關實証研究，也驗

證了自我效能對創新行為與績效的正向且顯著的影響效果 (如：Wang and Lin, 

2012)。綜合以上觀點，本研究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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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自我效能將正向影響創新績效 

(二)結果期望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在創新的系絡背景下，Ratten and Ratten (2007)定義創新結果預期為「針

對創新發展所採取的特定工作行為後，可能獲致之創新成效期望的判斷或信

念」。Bandura (1977)對所從事的行動期望又區分為「結果期望」與「效能預期」，

結果期望是指個體在行動後，期望可以獲得某些結果的程度，顯然與創新績

效有直接關係。Wood and Bandura (1989)也釐清，結果期望為個人對行為與結

果間權變關係的信念。意謂除非該行為被期望可獲致具獎勵性的結果，或具

有正面的成效，否則，個人是不會去達成某特定績效水準，或採取特定行為

的 (Bandura, 2001)。綜合以上觀點，本研究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H2：結果期望將正向影響創新績效 

(三)自我協調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自我協調被認為，係來自於自我的選擇，此反映出個人的信仰與個人的

真實自我，具有內在性的激勵 (Sheldon et al., 2003)。當個人認同他所追求的

工作目標(認同動機)，或當他對目標具有高度興趣，並享受其中時，則意謂著

個人具有高度的自我協調 (Sheldon et al., 2003)；而當個人認為他追求目標的

達成，僅是為了獲得外在報酬，或避免被懲罰(外在動機)，或因為社會壓力所

強迫，諸如責任感(內射動機)，則個人的自我協調是低的 (Hon, 2011)。因此，

高自我協調者，在目標達成上，會投入更大的努力與堅持不懈，並因而正向

影響目標的達成。故，在個人創新績效系絡下，本研究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H3：自我協調將正向影響創新績效 

三、 組織層級之推論 

組織層級變數之知識分享、組織記憶與創新績效之關係，相關推論如下： 

(一) 知識分享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創新活動有賴於員工在價值創造程序中，擁有相關的知識、技巧與經驗，

係一知識密集的程序，知識分享扮演一重要且有價值的投入 (Gächter et al., 

2010)。欲獲致較佳的創新，員工往往需要向其他的組織成員，借用他們的內

隱知識(技巧或經驗)，或搜尋組織內現有的外顯知識(已制度化的方法或最佳

實務)。因此，組織若能促進成員間的知識分享，將愈有助於成員間的創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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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因而在開發新事業機會上，產生較多的新創意 (Lundvall and Nielsen, 

2007; Michael and Nawaz, 2008)。綜合以上觀點，本研究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H4：知識分享將正向影響創新績效 

(二) 知識分享、組織記憶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組織學習的過程包括四個過程：資訊的採集、資訊的發布、對資訊的解

釋與組織記憶 (Kanter, 1984)。Davenport and Prusak (1998)指出，惟有當組織

成員願意對組織作出個人知識的貢獻時，組織才能有效管理其知識資源。

Durkheim (1978)更指出，組織記憶是透過知識分享、資訊交換而成的集體智

慧。而知識分享涉及兩個重要的程序：知識蒐集與知識捐贈，知識蒐集涉及

從組織內、外部來源，蒐集資訊/知識的程序與機制；而知識捐贈則涉及將個

人知識與他人分享，並轉變成團隊及組織的知識，而此改善與增加組織可供

利用的知識庫存量。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H5：知識分享將正向影響組織記憶 

組織記憶對創新績效的影響關係，過去的研究顯示分歧的論點。主張正

向影響效果的學者認為，在創新的系絡情境下，擁有與產品、市場相關的技

術及專業知識，新產品開發團隊將具有較佳的創新績效  (Henard and 

Szymanski, 2001)，此乃因組織記憶能提升效率並減少可能的重覆錯誤。然而，

先前的研究也發現，當某一領域的組織記憶增加時，組織變革也將變得更加

地困難，此一現象被稱之為組織的能力陷阱 (March, 1991)、例規僵固性或功

能硬化 (Dickson, 1992)。在新產品開發的研究上，研究者從質性研究中發現，

較高水準的組織記憶，將妨礙任何偏離現有行動模式的躍進式創新方案的產

生 (Ghemawat, 1991; McDonough, 1993)。 

本研究認為，組織的發展是具有路徑相依性 (Teece et al., 1997)，漸進式

的創新才是構成組織創新的主要部分。先前的研究，更是證實了組織記憶，

有助於評估與獲取內、外部新資訊/知識，並對現行例規重整的能力，也因而

促進了創新 (如：Cohen and Levinthal, 1990; Moorman and Miner, 1998 等)。因

此，本研究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H6：組織記憶將正向影響創新績效 

(三) 知識分享對自我效能、結果期望、自我協調與創新績效間關係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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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在正向影響創新行為與績效的過程中，其中強調的是完成任務

的自信程度，而非個人實際擁有的專精知識與技能 (Bandura, 1986)。透過知

識的分享，個人得以吸收並整合他人的經驗與知識，使個人知識被擴大，並

強化個人在創新活動上的真實能力。另外，本研究認為社會怠惰 (social loafing)

的產生(Latane et al., 1979)，使員工擔心創新行為後，對形象與地位的改變或

獎勵的期望，可能因同事的幫助，而使原本之相關獎勵會因此而被瓜分，因

而降低員工之創新績效。因此，當組織成員間的知識分享程度越高時，可能

導致員工之結果期望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係產生弱化的影響。此外，社會認

知理論強調個人(例如：自我效能、結果期望與自我協調)、環境(整體社會環

境、知識分享與組織記憶等)與行為(意願、意圖)間，三者的互動關係 (Bandura, 

1977)。互動論( interactionist )的觀點認為，個體行為乃是由個人因素與環境因

素所交互決定 (Schneider 1990)，本研究認為，在知識分享程度高的系絡下，

個體因容易獲得組織其他成員的資源或協助，而強化高自我協調者，透過投

入更大的努力，而獲致較佳之創新績效。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7：知識分享將在自我效能對創新績效的關係中，產生強化的調節效果 

H8：知識分享將在結果期望對創新績效的關係中，產生弱化的調節效果 

H9：知識分享將在自我協調對創新績效的關係中，產生強化的調節效果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根據上述的理論基礎與假設推論，本研究提出下列的研究架構： 

 
圖 1：本研究之架構 

二、 研究變項之操作性定義與測量 

本研究各變數之測量工具說明如下，並以李克特七等尺度加以施測： 



 7 

(一) 自我效能：參考自 Tierney and Farmer (2002)對自我效能的定義，問卷設計

則修正自 Schwarzer (1993)，共設計出 5 個題項。 

(二) 結果期望：參考自 Ratten and Ratten (2007)對結果期望的定義。衡量構面採

用 Compeau and Higgins (1995b)，以「效能相關」、「認同」、「同事依賴」與

「地位提升」作為衡量指標，問卷設計則修正自Compeau and Higgins (1999)，

共設計出 8 個題項。 

(三) 自我協調：參考自 Sheldon and Elliot (1999)對自我協調的定義及量表，並以

「內在動機」、「認同動機」、「內射動機」與「外在動機」作為測量指標，

共設計出 6 個題項。 

(四) 知識分享：參考自 Nonaka and Takeuchi (1995)對知識分享的定義，問卷設計

則修正自 Bock et al. (2005)，共設計出 4 個題項。 

(五) 組織記憶：參考自 Moorman and Miner (1997)對組織記憶的定義，問卷設計

則修正自 Wang et al. (2008)，共設計出 6 個題項。 

(六) 創新績效：參考自 Tierney and Farmer (2002)對創新績效的定義，問卷設計

則修正自 Kim and Lee (2013)共設計出 6 個題項。 

三、 量表之預詴與修正 

本研究透過兩階段修正程序，完成量表之設計： 

(一) 第一階段：專家效度 

邀請位於內埔工業區之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位主管與其部屬，進

行集體的座談會，逐題檢討其用詞遣字與語意的簡潔與適當性。 

(二) 第二階段：問卷預詴 

1. 預詴問卷內部一致性的信度檢測 

預詴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 55份，經分析後Cronbach’s α介於0.68~0.87，

其值皆接近或大於 0.7，顯示各題項內部間具有一致性，故不刪除任何題項。 

2. 項目分析 

選取最高分與最低分各 27%，作為高分組與低分組，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檢定結果各題項均達顯著，表示均具鑑別力，故不刪除任何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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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對象與抽樣架構 

研究對象為內埔工業區的製造商，並根據經濟部工業局內埔工業區服務中心

網站（2015），所提供之廠商名冊作為抽樣架構。 

五、 抽樣方法與樣本大小 

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法，根據經濟部商業司（2015）之廠商基本資料，選取

較具規模且知識與技術快速變革的廠商，進行資料的收集。並根據 Hox(1998)與

Maas and Hox (2005)建議，樣本部門數應≧100，每個部門員工應≧5。因此，樣本

大小以 600 份有效配對問卷(包括員工自評與部門主管他評之配對)，為回收目標。 

六、 受測者與研究單位 

本研究將以「部門」為研究單位，以「人力資源」、「財務」、「研發」、「行銷」

與「生產製造」五個部門為主要發放對象，每個部門預計發放 4~8 份問卷，受測

者以部門主管、及其部門內服務年資至少滿 1 年以上之員工，作為問卷填答對象。 

為避免共同方法變異所產生之誤差，在問卷之施測上，將分成員工自評問卷

與部門主管他評問卷。前者將包括員工對「自我效能」、「結果期望」與「自我協

調」三個變數上，測量問卷的自評填答；後者則由部門主管針對個別員工的「創

新績效」，及對該部門的「知識分享」與「組織記憶」進行問卷的填答。員工自評

與主管他評之問卷，事後將予以配對合併成為一份問卷，以利後續之資料分析。 

七、 問卷之實際發放與回收 

共發放 700 份，扣除無效問卷後，員工自評-部門主管他評配對問卷為 562 份。 

肆、 研究結果 

本研究首先檢測量表之內部一致性，整體上各變數之 Cronbach’s α 介於

0.81~0.94，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因此，以下詳述 SEM 及 HLM 之分析結果。 

一、 SEM 線性結構關係模式分析 

(一) 初始測量模式適配度檢測 

初始模式 C.R 值為 44.59，大於標準值 5，顯示違反多元常態分配之假設

(Bentler, 2005)。因此採用拔靴法 (bootstrap)，修正後之 χ
2
/df-ratio 為 1.05，且其

他指標 GFI、AGFI、NFI、NNFI、IFI、RFI、CFI 均大於 0.9，具有良好適配度。 

(二) 組合信度分析 

各潛在變項之組合信度介於0.861~0.932之間，滿足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之建議值，均大於0.7之標準。 



 9 

(三) 收斂效度 

在效度的檢測上，經驗證性因素分析(CFA)結果顯示，所有觀察變數之標準

化因素負荷量均大於0.7，且達α < 0.05之顯著水準，帄均萃取變異量介於

0.607~0.727之間，此顯示符合收斂效度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 

(四) 區別效度 

本研究針對相關係數大於0.7的7組潛在變項，進行限定模式與非限定模式

之卡方差異檢定。結果顯示卡方差異具有顯著性，且非限定模式之卡方值低於

限定模式，因此，各潛在變數之測量均具有區別效度。 

(五) 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 

本研究首先透過Harman’s單因子檢定法，將所有衡量問項進行未轉軸因素

分析後，其單一因子之帄方萃取負荷量之變異數為47.72％，未達50％；另外，

並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比較法，嘗詴建立兩個競比的模式(Competing Models)，

一個是「原來理論為基礎的模式」，另一個是「抽離綜合因子題項後的模式」，

卡方差異檢定顯示前者優於後者。上列兩法之檢測，均顯示CMV影響不顯著，

因此，結構模式不頇做任何CMV之修正。 

(六) 結構模型分析 

1. 個體層級潛在變數之假設驗證 

個體層級研究假設(H1~H3)之驗證，分析結果如表 1。自我效能、結果

期望與自我協調對創新績效之皆具顯著正向影響，路徑係數分別為：0.250、

0.349、0.312，R
2值為 0.77。 

2. 組織層級潛在變數之假設驗證 

組織層級研究假設(H4~H6)之驗證，分析結果如表 1。知識分享對組織

記憶、知識分享對創新績效與組織記憶對創新績效皆具顯著正向影響，路

徑係數分別為：0.856、0.308、0.199，以「組織記憶」為依變數時其 R
2 值

為 0.73；以「創新績效」為依變數時其 R
2值為 0.24。 

表 1 結構模式路徑係數 

層級別 依變數 自變數 標準化路徑係數 t-value R
2
 

個體 

層級 
創新績效 

自我效能 0.250 4.11*** 

0.77 結果期望 0.349 2.27* 

自我協調 0.312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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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結構模式路徑係數(續) 

層級別 依變數 自變數 標準化路徑係數 t-value R
2
 

組織 

層級 

組織記憶 知識分享 0.856 23.14*** 0.73 

創新績效 
知識分享 0.308  3.24** 

0.24 
組織記憶 0.199  2.12* 

二、 HLM 層級線性模式分析 

在進行 HLM 分析之前，需先檢視組織層級變項彙總的可行性。因本研究組織

層級之變數「知識分享」與「組織記憶」的部分是由部門主管填答，屬於共塑單

位變項，是單位層級的構念，可依所蒐集到資料直接分析，因此 rwg 及 η
2檢驗指

標的計算不為本研究之分析重點。 

(一) 虛無模式（Null Model） 

首先檢視跨層級的效果是否存在，依變數的變異成分將區分成組內變異成

份 (δ
2
)，以及組間變異成份 (τ00) 兩個部分，相關分析模式如下： 

Level 1：創新績效i j = β0j + γij 

Level 2：β0j = γ00 + U0j 

分析結果組內變異成份為 0.58。組間變異成份值為 0.28，達顯著水準(χ
2 

= 

368.53，df = 106，p < 0.001)。組內相關係數 ICC1 為 0.33，表示創新績效有 33%

的變異存在於不同群體之間，屬於高度關聯 (Cohen, 1988)；另，ICC2 為 0.704

大於 0.7 的標準值 (Bliese and Halverson, 1998)，顯示滿足依變數存在組內與組

間變異的準則(Hofmann, 1997)。因此，具有進行跨層級分析的合理性。 

(二) 隨機迴歸模式(Random Coefficients Regression Model) 

本模式將驗證個體層級自變數對依變數之直接效果，相關分析模式如下： 

Level 1：創新績效i j = β0j + β1j (自我效能)  

+ β2j (結果期望) 

+ β3j (自我協調) + rij 

Level 2：β0j = γ00+ U0j 

β1j = γ10 + U1j 

β2j = γ20 + U2j 

β3j = γ30 + U3j 

分析結果顯示，γ10、γ20、γ30皆達顯著水準 (γ10=0.36，SE=0.05，T-ratio= 

6.80，df = 106，p < 0.001； γ20=0.32，SE=0.07，T-ratio= 4.79，df = 106，p < 0.001；

γ30=0.23，SE=0.05，T-ratio= 4.22，df = 106，p < 0.001)，表示個體層級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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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結果期望與自我協調對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H1~H3得到支持)。

此外，組內變異成份由虛無模式之 0.58 改變為 0.14，故個體層級變數群對創

新績效的解釋量 R
2為 76.21%。 

隨機效果的變異成份方面，組間變異成份顯著 τ00 = 0.38 (χ
2
 = 1210.21，df 

= 82，p < 0.001)，表示不同群組間確實存在不同截距，此意謂本研究中組織

層級之知識分享與組織記憶，對創新績效可能具有直接之影響效果。此外，

自我效能與結果期望之斜率變項的變異成份皆達顯著水準(τ11 =0.08，χ
2
 = 

108.65，df = 82，p < 0.05； τ22 = 0.17，χ
2
 = 105.83，df = 82，p < 0.05)，自我

協調之斜率變項的變異成份未達顯著水準(τ33 =0.03，χ
2
 = 87.38，df = 82，p > 

0.05)。因此，知識分享對自我效能、結果期望與創新績效間的關係，可能存

在調節效果，但對自我協調與創新績效間的關係，則不具調節效果。 

(三) 截距預測模式（Intercepts as Outcomes Model） 

驗證截距項是否可透過組織層級變數(即知識分享與組織記憶)加以解釋，相

關分析模式如下： 

Level 1：創新績效ij=β0j + rij 

Level 2：β0j = γ00 +γ01 (知識分享)+ γ02 (組織記憶) + U0j 

分析結果顯示，γ01= 0.29（SE = 0.10，T-ratio = 2.98，df = 104，p < 0.01）、

γ02 = 0.23(SE = 0.09，T-ratio = 2.57，df = 104，p < 0.05)，皆達顯著水準(H4、

H6得到支持)，顯示知識分享與組織記憶皆正向影響員工之創新績效。截距項

的變異成份顯著 τ00 = 0.10（χ
2
 = 196.14，df = 104，p < 0.001），截距項的組

間變異成份由 0.38 改變為 0.10，故組織層級變數群對創新績效的解釋量 R
2為

73.68%。此外，τ00 = 0.10（χ
2
 = 196.14，df = 104，p < 0.001）仍達顯著水準，

表示尚有其他組織層級變數未被本研究所考量。 

(四) 斜率預測模式（Slope as Outcomes Model） 

斜率預測模式將檢驗斜率的變異成分，可否由組織層級變數所解釋。由於

斜率之變異成分，在自我協調上不具顯著性，因此，本模式僅考慮自我效能與

結果期望之影響效果，相關分析模式如下： 

Level 1：創新績效ij =β0j + β1j(自我效能) 

+ β2j(結果期望)+ rij 

Level 2：β0j = γ00 + γ01 (知識分享) + U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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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1j = γ10 + U1j(知識分享) + U1j 

β1j = γ20 + U2j(知識分享) + U2j 

分析結果顯示，自我效能與知識分享交互作用的係數為正數，且達顯著

水準(γ11 ＝0.17，SE=0.08，T-ratio = 2.18，df=105，p < 0.05)；結果期望與知

識分享交互作用的係數為負數，且達顯著水準(γ21 ＝ -0.21，SE = 0.08，T-ratio 

= -2.50，df=105，p < 0.05)，表示組織層級的知識分享在自我效能、結果期望

與創新績效的關係中，分別具有強化與弱化的調節效果。此外，結果期望所

對應的變異成分仍存在顯著水準(τ22 = 0.12，χ
2
 = 153.25，df = 100，p =0.001)，

表示仍有其他變數具有調節效果，但未被本研究所發覺。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表 2 本研究驗證結果一覽表 

研究假設 研究結果 

H1：自我效能將正向影響創新績效 成立 

H2：結果期望將正向影響創新績效 成立 

H3：自我協調將正向影響創新績效 成立 

H4：知識分享將正向影響創新績效 成立 

H5：知識分享將正向影響組織記憶 成立 

H6：組織記憶將正向影響創新績效 成立 

H7：知識分享將在自我效能對創新績效的關係中，產生調節效果 成立 

H8：知識分享將在結果期望對創新績效的關係中，產生調節效果 成立 

H9：知識分享將在自我協調對創新績效的關係中，產生調節效果 不成立 

(一) 探討個人層級自我效能、結果期望與自我協調對創新績效之影響 

由表 2 可得知，當個人對產生創新成果的能力，具有高度的信心，將強化

創新過程中的正向行為，並因而改善創新績效。另外，當員工對創新行為所獲

致之特定結果期望愈高，則創新績效愈佳。同時，當創新行為與員工自我真實

興趣與價值的相符程度愈高時，員工會投入更大努力，進而改善其創新績效。 

(二) 探討組織層級知識分享與組織記憶對創新績效之影響 

由表2可得知，組織環境之知識分享，有助於員工創新活動，並產生較多的

創意，因而提升員工創新績效。而組織環境之組織記憶，也有助於員工評估與

獲取內、外部新資訊/知識，並提升現行例規重整的能力，因而改善其創新績效。 

(三) 探討組織層級之知識分享對組織記憶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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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得知，組織環境之知識分享程度愈高，組織記憶亦會愈佳。表示組

織內的員工愈願意分享其知識，並轉換成團隊及組織的知識，將提升組織可供

利用的知識庫存量。 

(四) 探討組織層級之知識分享是否對於個人層級自我效能、結果期望、自我

協調對創新績效之關係上產生調節的效果 

由表2可得知，組織環境之知識分享程度愈高，將強化自我效能對創新績效

的正向關係。表示組織內的員工彼此之間知識分享，將使其他成員能夠整合組

織的經驗與知識，而擴大個人知識，並強化員工在創新活動上的真實能力，進

而提升員工之創新績效。 

當組織環境之知識分享程度愈高，反而將抑制結果期望對創新績效的正向

關係。表示當組織內的員工願意進行知識的分享，個體員工容易因有其他成員

的輔助幫忙，而擔心創新行為後對形象與地位的改變或獎勵的期望，因同事的

幫助，使原本之相關獎勵因此被瓜分，而不會盡力去完成目標，因而弱化結果

期望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力。 

組織層級之知識分享並未在個人層級之自我協調對其創新績效的關係產生

調節效果。本研究認為可能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個體層級的自我協調對創新績

效的關係，主要是源自於員工自我的真實興趣與價值的程度，因此較不受組織

層級的環境因素所干擾。 

二、 管理意涵與對實務界之建議 

透過結構模式路徑係數之高低，我們可以歸納出改善創新績效的優先順序，

在企業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以做為資源投入與改善的參考依據。 

在個體層級上，企業應首要藉由自信心的提升，改善員工對創新的自我效能。

其次是透過改善員工對創新成效期望的判斷或信念，以提升員工對創新的結果期

望。最後應思考如何引發員工對創新產生認可，使員工對創新行為產生認同感，

以提升員工對創新的自我協調的部分，進而提升其創新績效。 

在組織層級上，應著重於促進組織環境的知識分享，使員工願意知識分享，

以提升組織可供利用的知識庫存量，使其他成員能夠從組織得到更多所需的資源，

進而提升創新績效。此外，本研究建議企業應對員工各自的創新績效有效的評估，



 14 

減少因為有其他成員的幫忙，而減少對創新行為的努力，導致降低創新績效。 

建基於研究的結論，本研究提出下列的建議，以供實務界之參考： 

1. 個體層級 

(1) 自我效能的部分 

a. 藉由創造力培訓課程(如：創意啟發、腦力激盪、創新潛能激發)、

專業領域研習，提升員工對於工作流程改進或創新的能力。 

b. 鼓勵員工發表創新想法，並且提供資源(如：專業知識、技術設備、

資金與時間等)，讓員工有發揮創意的空間。 

c. 創新氛圍的營造，使員工勇於創新，從而建立企業創新文化。 

(2) 結果期望的部分 

a. 塑造鼓勵冒險、寬容失敗的創新文化，以降低員工因害怕創新，

所導致之負面的結果期望所影響。 

b. 對員工的創新或創意，透過公帄合理的評估機制，進行實際實施

之可行性評估。 

c. 建立公帄合理及有系統的獎酬與人資管理制度，將個人及團隊的

創新績效，納入薪酬及獎勵制度之內。 

(3) 自我協調的部分 

a. 透過自我協調量表的檢測，以招聘內心認同創新的新進員工。 

b. 充分授權，提供員工對工作上產生創新想法的工作自主權。 

c. 透過持續性的創新培育課程(如：組織認同、創新思維)，使員工

認為擁有創新思維，對企業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2. 組織層級 

(1) 知識分享的部分 

a. 在知識分享能力方面，透過資訊科技，建立知識的交流帄台(如：

網路知識社群、網路討論區)，藉以增加溝通途徑。成為有機式組

織結構，透過其迅速、創造性高、敏感度高、有彈性等特性，促

進組織成員間之知識分享。 

b. 在知識分享意願方面，藉由信任組織文化之營造，降低知識交流

阻礙，以提升知識分享意願。將知識分享列入員工的年度工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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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並成為績效考核的行為指標之一。並透過給予獎勵性誘因

外(如：金錢、獎品)，另提供適度的工作保障，降低成員擔心在

知識分享後，可能會喪失在組織中的權力、地位及專業度。 

(2) 組織記憶的部分 

a. 在顯性知識的儲存方面，透過發展知識庫，將知識分類編碼儲存

於資料庫。設置專責的知識管理部門，進行管理與儲存，以便日

後能有效地被檢索利用。鼓勵員工使用資料庫，並將重要的知識

(如：工作流程、會議記錄、結果報告等)記錄、儲存與分享。 

b. 在隱性知識的儲存方面，透過師徒制的建立，將難以外顯的知識

得以傳承，儲存於組織中。藉由專家名錄與人才檔案的建置，使

知識需求者，能夠直接請教於各領域之專家。 

3. 依人口統計變數提出改善之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並結合 T-test、ANOVA 與 Scheffe’s test 之差異分析與

兩兩事後檢定，同時依據上小節之自變數改善實務建議，期盼能為實務界

作出貢獻。分析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女性、低教育程度，及年齡與服務

年資越低的員工，其創新績效較差，建議企業針對上述創新績效較差的族

群優先改善。 

(1) 提高女性員工之創新績效 

女性員工在自變數的表現上，以自我效能最差，其次為結果期望，再

其次為對創新行為的自我協調程度。因此在改善女性員工之創新績效上，

可特別焦點於上述三者，並依上列順序作為逐項改善的依據。 

(2) 提高教育程度較低之員工的創新績效 

低教育程度之員工在自變數的表現上，個人層級的部分，以自我效能

最差，其次為結果期望，再其次為內心對創新行為的自我協調程度；組織

層級的部分，以組織記憶最差，其次為知識分享。因此在改善低教育程度

員工之創新績效上，可依上列順序作為逐項改善的依據。 

(3) 提高年齡較低之員工的創新績效 

年齡較低之員工在自變數的表現上，以自我效能最差，其次為對創新

行為的自我協調程度。因此在改善年齡較低之員工的創新績效上，可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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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上述兩者，並依上列順序作為逐項改善的依據。 

(4) 提高服務年資較低之員工的創新績效 

服務年資較低之員工在自變數的表現上，以自我效能最差，其次為對

創新的結果期望。因此在改善服務年資較低之員工的創新績效上，可特別

著重於上述兩者，並依上列順序作為逐項改善的依據。 

三、 學術意涵 

本研究相較於過去的相關研究，做出下列的貢獻： 

(一) 本研究整合社會認知理論、自我協調模式與知識管理，萃取出影響組織員

工之創新行為與績效的個人層級變數，包括：自我效能、結果期望與自我

協調；及組織層級變數，包括：知識分享及組織記憶。建立一更具整合性

且有別於計畫性行為理論之研究架構，並探討變數間的關係結構，藉以對

組織員工創新行為與績效有一更深入的洞察。 

(二) 本研究利用層級線性模式(HLM)進行個人層級與組織層級的跨層級分析途

徑，除了分別探討個人層級與組織層級預測變數對依變數之影響外，同時

也探討組織層級變數對個人層級變數及變數間關係的跨層級影響效果。此

一分析途徑，在過去有關員工創新的研究上，尚未被廣泛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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